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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着眼于近年来我国不断攀升的离婚登记数量和粗离婚率以及劳动力市场中

日益普遍的过度劳动状况, 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
从家庭内部视角探讨了过度劳动的婚姻冲击问题, 并揭示过度劳动作用于家庭婚姻

稳定的可能机制及其异质性影响。 研究发现, 家庭成员过度劳动会增加婚姻的不稳

定性, 特别是妻子一方过劳对家庭婚姻稳定的冲击更为显著, 其影响既可以采用基

于理性和经济优势的独立假说来进行解释, 也可以采用时间限制下的工作—家庭冲

突理论以及社会性别结构理论来解释。 将劳动者当期的过度劳动状况与后期不同间

隔年份的婚姻状况相匹配, 结果显示过度劳动对婚姻稳定的破坏具有长期效应, 尽

管负面影响有所下降, 但在一定时间内始终存在。 相对而言, 婚龄较短家庭以及农

村家庭更易受到过度劳动的婚姻冲击, 而与父辈共同居住则可以有效缓解过度劳动

带来的离婚风险。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 家庭分工效应是妻子一方过度劳动面临

婚姻稳定冲击的可能影响路径, 在我国社会性别角色约束下, 家庭内部的传统分工

模式仍很难打破。 研究结论表明, 在我国过度劳动对婚姻稳定的负面冲击确实存

在, 其中女性群体面临冲击时更加难以应对, 如何有效帮助就业女性应对婚姻风

险, 促进工作家庭平衡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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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强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和睦

则社会安定, 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 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过去几十年来, 在我国经济结

构、 制度观念和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影响下家庭发生剧烈变动, 不仅规模和结构越来越核心

化, 稳定性也经受严峻考验[1-2] 。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数据显示, 尽管 2020 年中国的

离婚登记数量和粗离婚率首次出现下降, 但整体来看, 2000 年以来我国家庭内部面临的离

婚风险呈上升趋势, 离婚登记数量从 2000 年的 121. 29 万对增加至 2020 年的 433. 90 万对,
粗离婚率从 2000 年的 0. 96‰攀升至 2020 年的 3. 10‰。 婚姻既具有自然属性, 也具有社会

属性, 离婚虽是夫妻双方基于情感和自身效用的自由选择, 但因离异而导致的婚姻解体不仅

涉及多个家庭, 而且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稳定性及其长期发展能力建设, 进而给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带来深刻影响, 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3] 。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家庭婚姻稳定展开了诸多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大视角: 一是家庭内部

环境视角, 主要关注教育、 婚姻匹配、 家庭成员流动迁移和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

响[4-7] ; 二是社会环境视角, 从区域文化、 社会变迁、 大众传媒普及、 互联网使用以及迁入

迁出地的婚姻市场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8-12] 。 家庭内部环境是婚姻稳定存续的直接载体, 其

中夫妻双方的劳动就业状况关系到家庭内部分工以及生产消费活动, 可能通过婚姻收益、 婚

姻互动等作用于婚姻行为, 应当引起重点关注。 但当前该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成员外出

务工、 迁移流动对婚姻稳定的可能影响方面[5,7,13] , 其他相关就业特征的分析还相对较少。
近年来我国劳动者的超时劳动状况愈加普遍, 工作时间本身的变化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平衡工

作和家庭生活的日益关注, 其对家庭关系的潜在负面影响也有待进一步挖掘, 本文通过联合

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行为, 试图从过度劳动视角来对婚姻稳定性相关研究进行补充和丰富。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超时超强度工作成为部分劳动者的常态[14] , 诸如互联网企业

“996” 工作制、 医疗领域 “过劳死” 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1》 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调查周平均工作时间是 47. 0 小时, 其中

31. 8%的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劳动时间在 48. 0 小时以上。 对比同年经合组织 ( OECD) 数据,
OECD 国家 2019 年周平均劳动时间为 36. 7 小时①, 中国就业者的工作时间远远高于 OECD
国家的平均值, 过度劳动现象较为普遍。 许多学者关注了过度劳动在社会层面、 组织层面以

及劳动者个体层面的危害[14-16] , 但较少关注家庭层面的可能冲击。 过度劳动对劳动者个体

的影响也会部分体现在家庭中, 当夫妻双方的工作需求和家庭需求难以兼顾时会产生工作—
家庭冲突, 从而会对家庭内部的婚姻稳定带来负面冲击。 因此本文将过度劳动的分析从个人

转向家庭, 探讨工作时间延长、 对家庭生活时间的挤占是否可能会导致婚姻解散? 家庭内部

夫妻双方的不同过劳状况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哪些? 影响程度随时间增加会如何变化? 婚

姻持续时间、 内部家庭结构以及户籍性质不同对其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工作时间挤压下家务

劳动贡献的减少是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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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三方面: 第一, 前期文献基于微观视角考察过度劳动的影响主

要停留在对劳动者自身福利的讨论, 较少关注对劳动者所在家庭的负面冲击。 第二, 过往关

于工作时间、 劳动参与和其他经济状况对家庭 (包括离婚行为) 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丈

夫或妻子一方, 很少同时关注两者, 本研究依赖于合并丈夫和妻子就业信息的微观数据, 有

效捕捉了性别视角下不同家庭劳动分工的影响差异。 第三, 夫妻劳动就业状况对婚姻稳定性

的影响结果并未达成共识, 尤其目前研究对象中关于中国样本的分析较少, 有待进一

步探究。

二、 文献述评

学术界关于家庭内部劳动者就业状况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探讨各有侧重, 尤其是在不同

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国内外的关注点和研究进展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从国内

和国外两条路径进行相关文献梳理。
1. 国内研究

近年来我国婚姻稳定性相关研究逐渐增加, 这主要与不断攀升的离婚率有关。 当前研究

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主要从经济发展视角对区域整体的婚姻稳定进行解

释。 微观层面重点关注了人口流动、 家庭结构变动、 婚姻状况和社会文化变迁等对家庭内部

婚姻稳定的可能影响。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 大

规模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外流带来的婚姻冲击引发关注。 学者们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

包括夫妻双方或单方面流动均显著提高了离婚率[13,17] , 有学者具体从流动年龄、 流动模式、
 

流动时间和空间等多个角度展开探讨[5,18] 。 还有学者着眼于社会文化变迁, 从动态视角考察

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指出离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具有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10] 。 家庭结构与婚姻特征方面学者们重点关注了子女数量、 婚姻

匹配程度和婚姻质量等对婚姻稳定性的可能影响[4,6] 。 总体来看, 学界围绕我国婚姻稳定性

下降问题的探讨涉及流动状况、 婚姻匹配特征以及区域文化变迁等方面。 其中流动带来的长

期分离、 流入地文化环境浸染以及再婚搜寻成本下降等均会影响婚姻收益, 从而增加夫妻双

方离婚的可能性。 因此前期文献基于家庭内部视角重点关注了家庭成员的流动特征对婚姻稳

定性的可能影响, 过度劳动也是家庭内部成员劳动就业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 当前学者们关

注较少。 夫妻双方的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减少夫妻间的交流与互动, 打破家庭内部传统分工模

式, 进而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 该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补充。
近年来超时加班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就业特征, 过度劳动及其社会经济影

响引发学界探讨。 学者们对过度劳动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的劳动时间长度到劳动强度以及导

致后果的变化过程, 其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扩展。 与此同时, 过度劳动的影响危害研究也在不

断丰富, 涉及个体、 组织和社会层面, 过度劳动会带来个体身心健康损害, 包括某些特定慢

性疾病患病风险的增加、 “过劳死” 以及对员工情绪、 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实质影响[14,19-20] ,
降低工作效率, 增加工伤事故, 导致缺勤或隐形缺勤现象, 不利于组织绩效的改善, 并对就

业、 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对劳动权利造成挤压, 从而导致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并影响社会和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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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劳动关系的构建[15] 。 然而当前国内有关过度劳动后果的评估中并未关注到家庭婚姻稳定

的冲击效应。 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制度背景下, 家庭层面夫妻双方的这种劳动就业状况可能

会基于独立假说、 社会性别结构理论等作用于婚姻稳定, 因此过度劳动对家庭婚姻稳定性的

可能影响有待挖掘。
2. 国外研究

国外关于夫妻双方劳动就业状况与婚姻稳定性的研究最早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贝克尔

(Becker) 将婚姻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纳入效用最大化和婚姻市场的框架, 指出婚姻的稳定

性取决于婚姻收益, 而收益获得主要来自两性结合的联合产出效用[21] 。 男性从事市场工作、
女性从事家庭劳动的联合专业化分工实现了基于性别的优势互补, 能够有效提高家庭内部效

率, 降低离婚风险。 因此, 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成了较具影响力的劳动分工假说,
认为传统的家庭分工有利于婚姻稳定。 而妇女外出就业能够使她们自身获得经济独立, 从而

会导致结婚率下降并加剧婚姻不稳定, 这被称为独立假说[22] 。
二战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劳动力市场波动, 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 传统的家

庭劳动分工面临挑战, 不少研究对独立假说提供了支持。 如有学者从收入的角度解释了

妻子就业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认为妻子的收入有助于摆脱不满意的婚姻, 且有独立收

入的妻子解决婚姻问题的动机会更弱[23] 。 基于荷兰离婚样本的研究也发现就业女性的离

婚风险比未就业女性提高了 22%, 但职业地位、 劳动力市场经验等其他工作维度对离婚

风险的影响较小, 对独立假说的支持并不完全有效[24] 。 不少学者进一步指出已婚女性从

事市场工作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随时间和出生队列不同而变化。 美国 1957—1964 年出生

队列女性与 1944—1954 年出生队列女性相比, 其外出就业对婚姻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已经

大幅下降, 近期出生队列女性就业对婚姻稳定性甚至具有积极效应, 女性劳动力供给的

增加实际上可以提高婚姻稳定性[25] 。 另外, 婚姻持续时间不同影响也存在差异, 婚姻关

系初始期丈夫工作时间减少会导致更高的离婚风险, 这主要与产生的经济压力较大有关,
但妻子加班影响并不大[26] 。

不同于女性就业状况带来的变化, 不少学者认为丈夫长时间工作不会影响夫妻双方婚姻

关系, 家庭内部男性养家糊口的标准比女性家庭主妇的标准更为持久[27] 。 基于美国就业夫

妇样本的研究指出, 工作时间对离婚概率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对于男性来说工作时间和离

婚几率之间似乎没有一致的关系[28] 。 丈夫养家糊口仍是婚姻契约的核心组成部分, 没有全

职工作会显著提高其离婚风险; 而妻子作为家庭主妇的传统期望在降低, 妻子全职工作或从

事家务劳动与离婚风险均关系不大[22] 。
还有学者探讨了其他非标准工作时间导致婚姻破裂的可能性。 晚班、 轮班和周末工作等

非标准工作安排都会对离婚产生积极影响, 但这种影响因孩子数量、 工作类型、 配偶性别和

婚姻持续时间不同而存在差异[29] 。 有研究分析了不同国家妻子兼职状况对婚姻稳定性的影

响, 认为导致离婚风险的并非妻子的就业本身, 而是妻子就业的总体规范水平, 这需要相应

的制度与政策支持[30] 。 还有研究发现丈夫就业不稳定会增加离婚风险, 而妻子就业不稳定

时离婚倾向较低, 长期的工作不稳定对家庭离婚风险的影响会更大[31]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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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冲突理论是分析劳动就业状况与家庭内部婚姻稳定的重要理论构成。 工作—
家庭冲突包括基于时间、 紧张和行为的冲突三种主要形式。 其中, 基于时间的冲突下多个角

色会争夺一个人的时间, 导致角色超载[32] 。 因此, 工作时间长短往往成为引发劳动者工作

家庭两者冲突的起点。 有学者指出工作—家庭冲突与每周工作小时数呈正相关, 也与加班的

数量、 频率和轮班工作等非标准就业模式相关[33] 。 其中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更容易

受在外工作时间长短的影响。 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与丈夫每周工作

小时数直接相关, 而丈夫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则不受妻子是否在外工作影响[34] 。
此外, 每个社会的性别结构决定了女性和男性期望遵循的社会角色, 因此在考察婚姻稳

定性时, 还需要将婚姻及其对配偶的相关期望嵌到更广泛并不断演变的性别结构中。 社会学

视角下, 不少研究认为独立假说忽视了婚姻的非经济利益, 指出离婚的决定往往是由社会性

别结构驱动的, 当妇女的工作与传统的社会规范和期望相反时, 可能会导致配偶之间关系的

竞争和紧张, 从而可能降低婚姻满意度[35-36] 。 有学者也认为婚姻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伴

侣关系符合社会规范期望的程度。 当夫妻双方的家庭分工不符合或偏离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

范秩序时, 可能会引发伴侣关系的紧张与冲突。 只有在性别平等主义更为普遍的社会中, 夫

妻双方家庭分工相似婚姻才能够稳定
 [37] 。 有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夫妻双方性别角色态度的重

要性, 认为性别角色态度比妻子的就业特征更能影响婚姻的感知质量, 妻子相对于丈夫的更

高收入或更高职业地位的潜在负面影响能够被配偶的态度包括提供支持和角色认同

所缓和[38] 。
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家庭内部夫妻劳动就业状况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既受到独立假

说、 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性别结构等理论影响, 也会随出生队列、 婚姻存续时间以及非标

准工作形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因此, 在自身制度文化背景作用下, 不同国家、 地区、 历史

时期和群体的实证研究结论很难达成一致。 当前该方面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国外, 有学者指出

韩国降低丈夫的每周工作时间标准有助于减少离婚风险[39] , 但在深受传统儒家文化规范影

响下的亚洲地区, 针对家庭内部夫妻劳动分工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探讨仍然较少, 来自中国

的经验证据有待进一步补充。

三、 模型与变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该数据样本覆盖我国 25 个省 (市、
自治区), 涵盖人口规模超过全国 95%以上, 研究主题涉及经济活动、 教育成果、 家庭关系

与家庭动态、 人口迁移和健康等诸多方面, 是目前国内覆盖地区最广、 观测变量最全最详细

的微观调查数据, 样本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 此外, 相较于其他调查数据, 该套数据收集了

基于个体、 家庭、 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 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 家庭层

面信息较为丰富, 涉及工作状况和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较多, 能够较好地满足本文的

实证研究。 此外, CFPS 为长期追踪调查数据, 追踪样本数量较多, 可以有效避免反向因果

问题, 充分识别过度劳动对家庭婚姻稳定带来的中长期可能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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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考察过度劳动对家庭内部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在构建模型时需要考虑可能出现

的反向因果问题。 离婚过程本身可能会造成短期 (法律费用) 和长期 (赡养) 成本增加,
给夫妻双方带来负面经济后果。 因此在对婚姻不稳定的预期下, 夫妻双方可能会选择增加自

身劳动力供给, 以应对潜在的离婚风险, 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出于内生性的考

虑, 本文以 2010 年数据为基期样本, 将 2010 年在婚夫妻双方的过度劳动状况分别与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和 2018 年的婚姻状况 (是否离婚) 进行匹配, 由于因变量取值为 1 的

概率相对较小, 因此选用可以有效克服该问题的 logit 模型来估计基期夫妻双方过度劳动对

后期家庭婚姻稳定的影响, 具体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Marriageit = α0 + β1Overtimei + β2X i + γi + εi (1)

　 　 其中, Marriageit 为核心被解释变量, 衡量不同年份夫妻双方的婚姻稳定状况, i 代表个

体, t代表年份; Overtimei 为核心解释变量, 代表基期 2010 年 i 个体所在家庭内部的夫妻过劳

状况, 夫妻双方或一方过劳赋值为 1, 双方均未过劳赋值为 0, 为二值虚拟变量, 影响系数

用 β1 表示; X i 为可能影响家庭婚姻稳定性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主要从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以

及婚姻匹配状况选取; γi 代表职业固定效应; εi 是随机误差项。
3. 变量设置与描述统计

本文主要探讨家庭内部夫妻双方过度劳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可能影响,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

过度劳动如何界定尤为重要。 目前学者们关于过度劳动的界定并不一致, 依照文献主要划分

为两类: 第一类是根据工作时间来划分, 但学者们认为达到过度劳动时间标准的具体数值并

不一致[16,40-41] ; 第二类是采用调查问卷中的量表进行划分, 量表可以综合考虑工作时间、
工作强度以及疲劳蓄积状态, 对过度劳动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扩展[42] , 但是该种界定将主

客观要素交织, 难以准确衡量和比较不同个体的过劳程度, 在实证研究中数据也不易获得。
因此本文采用第一类方法从狭义上对过度劳动进行界定, 侧重劳动行为的时间维度, 以周劳

动时间是否超过 50 小时作为衡量过度劳动的指标, 这也是已有文献中的惯用标准[16,41] 。
关于婚姻稳定性的测量, 不同研究类型使用的测量方式不同。 宏观层面研究中基本采用

粗离婚率来反映婚姻稳定, 粗离婚率指在一定时期内 (一般为年度) 某地区离婚数与该年

的年中人口之比, 通常以千分率表示。 微观层面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婚姻稳定性衡量方法,
一类是通过夫妻一方或双方对婚姻质量的看法来衡量; 另一类是将夫妻是否离婚作为婚姻稳

定与否的标志。 本文采用微观层面的第二种测度方法, 将夫妻是否离婚作为婚姻稳定性的衡

量标准, 为二分类虚拟变量。
为了更好地考察样本的离婚情况, 本研究分别以 T 期 (2010、 2012、 2014 和 2016 年)

在婚 / 同居样本为基础, 通过追踪这些样本未来 T+N 期是否离婚, 计算得出第 T+N 期处于

离婚状态人口占 T 期所有在婚 / 同居人口的比重。 由于该比值为存量指标, 因此与宏观层面

的粗离婚率或一般离婚率等时期指标无法直接可比, 但从趋势上均可以印证我国离婚率总体

呈现上升趋势的现实状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0 年我国粗离婚率为 2. 00‰, 此后逐

年上升, 2018 年升至 3. 20‰, 增幅达到 60%。 表 1 基于 CFPS 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 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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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间隔年份相同的情况下, 随着时间推移家庭内部的离婚风险处于不断上升趋势, 2010—
2012 年的离婚人口占比为 4. 921‰, 2016—2018 年上升至 7. 438‰, 增幅也超过了半数。 纵

向来看, 随着间隔年份的增加, 基期在婚 / 同居样本中的离婚人口占比也呈明显上升态势,
到 2018 年达到 13. 354‰。 以上数据与部分媒体报道中提到的 “ 2018 年中国离婚率高达

38%” 严重不符, 但未来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婚姻家庭观念变迁以及劳动就业状况影响

下, 我国离婚率上升的整体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

表 1　 历年 CFPS 数据在婚 / 同居样本中离婚样本占比 个,‰
2010—2012 年 2012—2014 年 2014—2016 年 2016—2018 年

T 期在婚 / 变量同居样本 21743 23481 23575 20569
T+2 期离婚样本 107 114 145 153
离婚样本占比 4. 921

 

4. 855
 

6. 151
 

7. 438
2010—2014 年 2012—2016 年 2014—2018 年

T 期在婚 / 同居样本 21090 22083 19779
T+4 期离婚样本 159 201 209
离婚样本占比 7. 539

 

9. 102
 

10. 567
 

2010—2016 年 2012—2018 年

T 期在婚 / 同居样本 19884 18705
T+6 期离婚样本 203 220
离婚样本占比 10. 209

 

11. 762
 

2010—2018 年

T 期在婚 / 同居样本 17149
T+8 期离婚样本 229
离婚样本占比 13. 354

 

　 　 数据来源: 基于我国 CFPS 数据计算得到。

结合我国现有文献对各类影响婚姻稳定因素的讨论, 本研究主要从夫妻个人特征、 家庭

特征和婚姻匹配状况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 其中性别、 年龄和户口等个人层面的指标反映

了劳动者自身的禀赋差异以及利益最大化的议价能力; 家庭子女数量、 是否与父母同住等反

映了劳动者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对婚姻稳定的影响; 而夫妻年龄差距、 夫妻平均受教育年

限差距等反映了不同维度的婚姻匹配状况, 这些均在家庭婚姻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选取变量, 定义与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夫妻至少一方过劳 夫妻至少一方每周工作时间小时数大于 50 小时赋

值为 1, 不超过 50 小时赋值为 0
0. 644 0. 479 0. 000 1. 000

丈夫一方过劳
 

丈夫过劳妻子不过劳赋值为 1, 其他赋值为 0 0. 307 0. 461 0. 000 1. 000
妻子一方过劳 妻子过劳丈夫不过劳赋值为 1, 其他赋值为 0 0. 112 0. 315 0. 000 1. 000
夫妻双方均过劳

 

夫妻双方均过劳赋值为 1, 其他赋值为 0 0. 225 0. 418 0. 000 1. 000
年龄 等于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41. 71 9. 347 16. 000 60. 000
性别 男性赋值为 1, 女性赋值为 0 0. 512 0. 500 0. 000 1. 000
受教育水平 按照受教育年限长度赋值 7. 850 4. 288 0. 000 22. 000
户口状况 农业户口赋值为 0, 非农业户口赋值为 1 0. 264 0. 441 0. 000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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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流动人口 户口所在地处于本省其他县 ( 市区) 或外省

(市) 赋值为 1, 本县 (乡、 村) 赋值为 0
0. 067 0. 250 0. 000 1. 000

个人收入水平 取对数处理 7. 662 3. 393 0. 000 12. 210
儿子数量 按照子女数量、 性别计算得到 0. 898 0. 701 0. 000 5. 000
女儿数量 按照子女数量、 性别计算得到 0. 778 0. 784 0. 000 8. 000
与父辈同住 至少与父母一方同住赋值为 1, 不同住赋值为 0 0. 174 0. 379 0. 000 1. 000
婚前同居 婚前同居赋值为 1, 不同居赋值为 0 0. 108 0. 311 0. 000 1. 000
夫妻年龄差距 夫妻年龄差值 1. 824 2. 995 -10. 000 19. 000
夫妻受教育水平差距 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值 0. 359 1. 121 -5. 000 5. 000
夫妻户口匹配 夫妻户口相同赋值为 1, 不同赋值为 0 0. 914 0. 281 0. 000 1. 000
夫妻家庭背景差距 丈夫父亲与妻子父亲受教育程度差值 -0. 063 1. 239 -5. 000 6. 000
婚龄 按照初始结婚年份计算 18. 260 9. 618 0. 000 44. 000

　 　 数据来源: 基于我国 CFPS 数据计算得到。

四、 经验分析

1. 基准估计结果

表 3 报告了夫妻双方过度劳动状况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估计结果, 其中第 (1)、 (3) 列

只纳入核心解释变量, 第 (2)、 (4) 列则加入了其他可能的控制变量。 从结果来看, 无论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其影响程度变化不大, 夫妻至少一方过劳虽然会增加婚姻破裂的可能性,
但影响并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劳动分工下的影响, 本文将夫妻双方至少一方过劳具

体划分为丈夫一方过劳、 妻子一方过劳和夫妻双方均过劳三种类型。 结果显示, 丈夫一方过

劳和夫妻双方均过劳对婚姻解体的影响并不显著。 丈夫一方过度劳动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在

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一结果在过去较多文献中得到了印证, 这主要是由于丈夫长时间劳动一

方面仍然符合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期望, 男性养家糊口的标准并未发生变化[22] ; 另一方面

可能会带来显著的收入效应, 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增加婚姻收益, 从而降低了婚姻破裂的

可能。

表 3　 过度劳动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基准结果 (2010—2012 年)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夫妻过劳状况 (参照: 双方均不过劳) 　 　 　
夫妻至少一方过劳 1. 332 1. 497

(0. 542) (0. 706)
丈夫一方过劳 0. 583 0. 628

( -0. 724) ( -0. 582)
妻子一方过劳 4. 501∗∗∗ 6. 916∗∗∗

(2. 716) (3. 484)
夫妻双方均过劳 0. 767 0. 815

( -0. 617) ( -0. 405)
年龄 1. 081∗∗ 1. 083∗∗

(2. 270) (2.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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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 729 1. 075
( -0. 811) (0. 179)

受教育年限 1. 493∗ 1. 573∗

(1. 662) (1. 751)
受教育年限的平方 0. 976∗ 0. 973∗

( -1. 712) ( -1. 763)
户口状况 1. 612 1. 452

(0. 906) (0. 638)
流动人口 0. 598 0. 670

( -0. 654) ( -0. 518)
个人收入水平 1. 557∗∗ 1. 597∗∗∗

(2. 192) (2. 844)
个人收入水平的平方 0. 952∗∗ 0. 947∗∗∗

( -2. 147) ( -2. 959)
儿子数量 0. 401∗∗ 0. 367∗∗

( -2. 358) ( -2. 497)
女儿数量 0. 764 0. 663

( -0. 971) ( -1. 319)
与父辈同住 2. 167∗∗∗ 1. 942∗∗

(2. 710) (2. 127)
婚前同居 1. 081∗∗ 1. 942∗∗

(2. 270) (2. 127)
年龄匹配 (参照: 夫妻相差 3 岁以内) 0. 610 0. 618

( -0. 693) ( -0. 695)
教育匹配 (参照: 夫妻相同)
丈夫低于妻子 1. 970 1. 817

(1. 271) (1. 089)
丈夫高于妻子 2. 202 2. 285

(1. 132) (1. 148)
家庭背景匹配 (参照: 夫妻相同)
丈夫低于妻子 0. 429∗ 0. 408∗

( -1. 839) ( -1. 811)
丈夫高于妻子 1. 718 1. 806

(1. 393) (1. 453)
户口是否匹配 (参照: 类别相同) 0. 455 0. 366∗

( -1. 300) ( -1. 730)
婚龄 0. 891∗∗ 0. 885∗∗∗

( -2. 502) ( -2. 679)
常数项 0. 003∗∗∗ 0. 001∗∗ 0. 003∗∗∗ 0. 001∗∗

( -5. 698) ( -2. 418) ( -5. 679) ( -2. 424)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009 8009 8009 8009

　 　 注: 系数为几率比 (Odds
 

Ratio), 括号内为省份层面聚类标准误,
 ∗p<0. 10,

 ∗∗p<0. 05,∗∗∗p<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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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一方过劳则会显著提高离婚风险, 降低家庭内部的婚姻稳定, 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

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尝试采用前面提到的经济独立假说来解释妻子一方过劳对婚姻

破裂的显著影响。 妻子一方过度劳动会降低家庭内部分工的专业化程度, 导致婚姻收益下

降, 而且这种劳动分工在职业女性看来并不公平, 独立意识的觉醒和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其更

倾向于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从而导致更高程度的婚姻不满及随后的婚姻破裂。 从工作—
家庭冲突视角来看, 基于时间的冲突是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我国, 相较于男

性, 女性过度劳动往往意味着在广泛参与工作角色的同时还需要在家庭活动中花费大量时间

扮演家庭角色, 时间压力下导致角色过载, 因此可能承受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

家庭双重压力作用下带来离婚风险上升。 此外, 前面文献中提到社会性别结构在家庭劳动

分工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当夫妻双方对有偿和无偿工作的分工不

符合传统性别角色规范期望时, 可能也会带来离婚风险的上升。 尤其在我国性别平等主

义仍未能占据主导地位, 妻子过劳而丈夫不过劳的劳动分工模式并不符合社会所认可的

传统性别角色规范, 从而可能导致婚姻不稳定。 尽管对已婚妇女就业的接受程度不断提

高, 妻子一方参与劳动不太可能带来导致离婚的婚姻紧张, 但其过度劳动对婚姻稳定性

的负面影响仍显著存在。
2. 稳健性检验

表 4　 过度劳动影响婚姻稳定性的稳健性

检验 1: 调整过度劳动标准

变量 标准一 标准二

丈夫一方过劳 0. 440 0. 277
(0. 341) (0. 259)

妻子一方过劳 3. 350∗ 4. 923∗∗∗

(2. 336) (2. 170)
夫妻双方均过劳 0. 997 0. 799

(0. 461) (0. 470)
常数项 0. 001∗∗ 0. 001∗∗

(0. 002) (0. 003)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N 8009 8009
　 　 注: 系数为几率比 ( Odds

 

Ratio), 括号内为省份

层面聚类标准误,
 ∗p<0. 10,

 ∗∗p<0. 05,∗∗∗p<0. 01。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将自变量夫妻

双方是否过度劳动的衡量标准进行调整, 调整标

准一是将每周工作时间放松至不超过 44 小时,
调整标准二是将每周工作时间收紧至不超过 60
小时, 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无论如何调整过度

劳动状况的衡量标准, 妻子一方过度劳动对家庭

内部离婚风险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 结果较

为稳健。
本文进一步将 2010 年夫妻双方的过度劳动

状况分别与 2014、 2016 和 2018 年的家庭婚姻

状况进行匹配, 这不仅能够解决可能存在的反

向因果问题, 也能够进一步考察过度劳动对婚

姻稳定性的影响是否具有长期效应。 结果如表 5 所示, 首先, 当 T = 4 和 6 时, 妻子一方

过度劳动对家庭婚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始终存在, 结果仍较为显著, 但影响程度在下降。
具体来看, 当 T= 4 时, 妻子一方过度劳动会导致离婚概率增加 3. 236 倍, 当 T = 6 时, 妻

子一方过度劳动的影响下降至 2. 531 倍。 随着时间进一步增加, 当 T = 8 时, 过度劳动对

家庭婚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 可以看出, 6 年内妻子一方过度劳动对家庭婚姻稳

定始终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 此后影响不再显著, 过度劳动对婚姻稳定的破坏具有一定

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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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过度劳动影响婚姻稳定性的稳健性检验 2: 中长期影响

变量
T= 4

2010—2014 年
T= 6

2010—2016 年
T= 8

2010—2018 年

丈夫一方过劳 0. 883 0. 936 0. 818
(0. 520) (0. 265) (0. 237)

妻子一方过劳 3. 236∗∗ 2. 531∗∗ 1. 477
(1. 556) (1. 048) (0. 692)

夫妻双方均过劳 0. 236∗∗ 1. 290 0. 970
(0. 138) (0. 519) (0. 288)

常数项 0. 091 0. 004∗∗∗ 0. 012∗∗∗

(0. 158) (0. 004) (0. 010)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870 7469 6769

　 　 注: 系数为几率比 (Odds
 

Ratio), 括号内为省份层面聚类标准误,
 ∗p<0. 10,

 ∗∗p<0. 05,∗∗∗p<0. 01。

3. 异质性分析

夫妻的婚龄长短不同, 其婚姻稳定性存在差异。 因此本研究基于婚龄长度考察夫妻双方

过度劳动的家庭影响。 汇报结果如表 6 所示, 婚龄长度在 10 年以下的家庭妻子一方过度劳

动对婚姻稳定性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作用, 导致离婚风险增加 3. 735 倍, 而丈夫一方过劳和

夫妻双方均过劳的影响并不显著。 当婚龄长度超过 10 年后, 妻子一方过劳对婚姻稳定性的

冲击不再显著。 贝克尔指出大多数离婚发生在婚姻早期, 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增加, 离婚的

可能性趋于下降[21] 。 在结婚早期尤其是孩子出生时, 妇女往往倾向于采用更女性化的性别

角色身份, 但同时也会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 需要兼顾同样强烈的工作需求, 对工作和家庭

双重负担的不满可能会导致婚姻破裂。

表 6　 过度劳动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丈夫一方过劳
(2)

妻子一方过劳
(3)

夫妻双方均过劳

Panel
 

A: 按照婚龄划分
婚龄 10 年以下 0. 945 3. 735∗∗ 0. 535
(N= 1660) (0. 672) (2. 055) (0. 411)
婚龄 10 年至 20 年 2. 732∗ 1. 911 0. 425
(N= 2819) (1. 608) (1. 539) (0. 450)
婚龄 20 年及以上 1. 418 1. 958 1. 815
(N= 5762) (0. 802) (1. 595) (1. 3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Panel

 

B: 按照是否与父辈同住划分
至少与父母一方同住 0. 598 1. 213 0. 707
(N= 1707) (0. 439) (0. 869) (0. 476)
不与父母同住 2. 442∗ 4. 002∗∗ 0. 954
(N= 8535) (1. 267) (2. 794) (0. 6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Panel

 

C: 按照户口划分
城市户口 1. 544 0. 899 0. 777
(N= 2361) (1. 091) (0. 917) (0. 733)
乡村户口 1. 469 3. 542∗∗ 0. 895
(N= 7881) (0. 595) (1. 824) (0. 5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系数为几率比 (Odds
 

Ratio), 括号内为省份层面聚类标准误,∗p<0. 10,
 ∗∗p<0. 05,

 ∗∗∗p<0. 01。

·931·



22090000030011 09 宫倩楠. fbd

　 《人口与经济》 2022 年第 5 期

家庭居住安排往往也会影响家庭内部的工作—家庭平衡。 表 6 结果显示, 至少与父母一

方同住的情况下夫妻双方过度劳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不与父母同住的家庭无

论是丈夫一方过劳还是妻子一方过劳都会对婚姻稳定性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提高家庭离婚风

险。 有研究指出对工作时间的分析需要从个人转向家庭, 家庭时间被挤压、 工作—家庭冲突

严重主要源于家庭支持的减少, 而非个人工作时间的增加[43] 。 与父母同住能够为处于过度

劳动状况的夫妻双方提供家务、 子代抚育等方面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作—家庭平衡面

临的冲击, 从而提高婚姻稳定性。
在我国城乡二元分立的制度文化背景下, 离婚状况也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 表 6 结果显

示, 城镇户籍家庭夫妻的过度劳动对家庭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在农村样本中, 妻

子一方过度劳动会显著促进离婚风险的增加。 可以看出, 相较于城镇, 农村家庭可能由于经

济压力、 外出流动等原因导致过度劳动带来的离婚风险更大。 而且农村地区的传统性别角色

规范更为稳固, 在性别不平等的文化背景下妻子一方过度劳动严重偏离了农村地区的角色规

范, 导致婚姻破裂的可能性上升。

五、 过度劳动与婚姻稳定性: 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 夫妻双方的过度劳动状况会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 尤其是妻子一

方过度劳动会显著增加离婚风险, 导致家庭破裂。 那么夫妻双方的过度劳动状况如何作用于

婚姻稳定性? 本研究结合现有文献对可能的路径机制进行探讨。
婚姻满意度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主观状态感受, 会对后期是否离婚产生影响, 是婚姻稳

定的重要预测指标[44] 。 不过单一的婚姻满意度作为夫妻双方的整体主观感受概括较为笼统。
基于前面文献部分提到的劳动分工假说和社会性别结构理论, 可以看出夫妻双方的家庭内部

分工是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关键要素, 妻子一方在社会性别角色约束下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内

部劳动, 传统分工模式导致超时劳动的女性劳动者更有可能面临工作—家庭冲突, 从而对婚

姻稳定性产生负面冲击。 因此, 本研究基于婚姻满意度中的家务贡献满意度对家庭分工效应

进行中介机制检验。 家务贡献满意度按照 “您对对方在家务劳动上为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

满意” 打分, 分值范围为 1—5, 为分类变量, 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过度劳动影响婚姻稳定性的机制分析: 家庭分工效应

变量
(1)

婚姻满意度: 家务贡献
(2)

离婚风险 (婚姻稳定性)
(3)

离婚风险 (婚姻稳定性)
婚姻满意度: 家务贡献 -0. 553∗∗∗ -0. 530∗∗∗

(0. 115) (0. 111)
夫妻至少一方过劳
丈夫一方过劳 -0. 011 0. 577

(0. 051) (0. 370)
妻子一方过劳 -0. 135∗∗ 0. 980∗∗∗

(0. 065) (0. 367)
夫妻双方均过劳 0. 034 -0. 044

(0. 055) (0. 4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841 9828 9828

　 　 注: 报告结果为直接系数, 括号内为省份层面聚类标准误,
 ∗p<0. 10,

 ∗∗p<0. 05,∗∗∗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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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一方过劳会显著降低家庭内部的家务贡献满意度, 而丈夫一方过劳和夫妻双方均过

劳影响并不显著。 提高家务贡献满意度则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的离婚风险, 促进婚姻稳定。 将

两者均纳入模型后, 第 (3) 列结果显示, 家务贡献满意度对婚姻稳定性的正向作用依然显

著, 但妻子一方过劳会导致离婚风险增加 2. 665 倍, 显著降低家庭内部的婚姻稳定, 因此家

务贡献满意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随着性别平等主义价值观的传播,
更为平等的家务分工可能被认为更公平, 从而带来更大的婚姻满意度, 降低离婚风险。 妻子

一方过度劳动往往使女性面临不平等的家庭分工, 从而降低家务贡献满意度, 增加婚姻破裂

的可能。

六、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家庭内部夫妻双方过度劳动状况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夫

妻至少一方过度劳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细分劳动分工模式后发现, 家庭中妻子

一方过劳会显著增加离婚风险; 过度劳动对家庭内部婚姻稳定的负面作用具有持续性, 即使

间隔年份达到 6 年, 影响效果依然显著, 但影响程度在逐渐降低。 婚龄长短、 是否与家人同

住以及户籍带来的城乡文化制度差异会使得夫妻双方过度劳动状况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

差异, 妻子一方过度劳动导致离婚风险增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婚龄较短的家庭以及农村户籍

家庭, 不与父母至少一方同住的家庭中无论是丈夫过劳还是妻子过劳都会对婚姻稳定性带来

负面影响。 进一步分析路径机制发现家庭分工效应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尤其是妻子一方过

度劳动会通过降低家务劳动满意度而显著提升家庭内部离婚风险, 女性劳动者面临的工作—
家庭平衡问题更为严重。

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究具有如下启示和政策含义。
劳动者个体参与社会经济生产对性别关系的塑造要明显快于家庭内部传统观念浸染、 生

活方式承载和日常行为强化的两性关系。 两者的差异和不协调导致劳动者即使在社会层面能

够广泛参与就业, 不断提高自身劳动力供给水平, 但在家庭内部所遵循的传统性别角色仍较

难打破, 尤其是在过度劳动这一劳动力市场就业特征的显著作用下, 家庭内部面临的离婚风

险进一步增加, 与此同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外部政策支持。 为了促进家庭内部婚姻稳定, 应

当出台国家干预性的、 支持双职工家庭模式的家庭政策, 尤其应当提供适合于过度劳动家庭

的公共服务。 制度层面可以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管理机构或由主要的部门来负责家庭政策事

务, 从而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支持不同类型如过度劳动家庭发展。 具体政策层面, 一方面允

许双职工家庭夫妻双方根据家庭生活需求, 对劳动方式、 工作模式和休假安排等进行弹性调

整, 增加针对不同类型职工劳动雇佣方式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另一方面加大对托育、 老人健

康照料等公共型家庭服务的扶持, 增加公共服务数量的同时改善质量, 有效补充市场经济发

展下对于家庭发展尤其是过度劳动家庭发展支持的公共服务的缺位。
劳动就业行为与家庭生产发展两者关系密切, 其中内嵌的性别角色观念不容忽视。 本研

究关注了劳动力市场中过度劳动这一重要的就业行为特征, 发现妻子一方过度劳动对家庭婚

姻稳定的负面冲击较为显著, 两性差异所彰显的性别意识需要重点关注。 尤其是当前我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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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调整放开生育政策, 既要提高人口的总和生育率, 推动人口再生产发展, 又要提高女性

的劳动参与率, 加速经济生产发展。 两者兼顾要求女性不仅要参与经济活动, 在劳动力市场

中面临过度劳动的风险, 同时要承担生育和养育的家庭责任。 在当前缺乏依托于照顾体系的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 传统社会性别结构尚未转变的现实情况下, 女性很难平衡自身就

业行为与家庭内部婚姻稳定。 因此, 需要将性别意识进一步嵌入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个领

域, 并从多维视角建构自下而上的 “工作与生活平衡” 政策路径, 提出经济发展与家庭生

活兼顾原则, 推动家庭和个人实现 “工作与生活平衡” 发展。 此外, 未来在公共政策的制

定中要更加注意其对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引导, 将性别平等观念、 工作—家庭平衡理念纳

入涉及经济生产、 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各方面的公共政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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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
 

on
 

China’s
 

rising
 

number
 

of
 

divorce
 

registrations
 

and
 

the
 

crude
 

divorce
 

rate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overwork
 

in
 

the
 

labor
 

market.
 

Using
 

the
 

2010-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rital
 

impact
 

of
 

overwork
 

from
 

an
 

internal
 

family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overwork
 

on
 

family
 

marital
 

stabilit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overwork
 

by
 

family
 

members
 

increases
 

marital
 

instability.
 

In
 

particular,
 

the
 

impact
 

of
 

overwork
 

on
 

the
 

wife’s
 

side
 

on
 

the
 

stability
 

of
 

family
 

and
 

marriage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effects
 

can
 

be
 

explained
 

either
 

by
 

independent
 

hypotheses
 

based
 

on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advantage,
 

or
 

by
 

time-limited
 

work-family
 

conflict
 

theories
 

and
 

gender
 

structure
 

theories.
 

The
 

overworked
 

status
 

of
 

workers
 

in
 

the
 

current
 

period
 

is
 

matched
 

with
 

the
 

marital
 

status
 

of
 

different
 

interval
 

years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tabilization
 

of
 

marital
 

stability
 

by
 

overwork
 

is
 

persistent,
 

and
 

although
 

the
 

negative
 

effects
 

decrease,
 

they
 

persist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Relatively
 

speaking,
 

families
 

with
 

shorter
 

marriage
 

age
 

and
 

rural
 

familie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overworked
 

marriage,
 

and
 

living
 

with
 

parent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risk
 

of
 

divorce
 

caused
 

by
 

overwork.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possible
 

impact
 

path
 

of
 

the
 

wife’ s
 

overwork
 

facing
 

the
 

impact
 

of
 

marital
 

stability.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gender
 

roles
 

in
 

my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family
 

has
 

not
 

been
 

broke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verwork
 

on
 

marital
 

stability
 

does
 

exist
 

in
 

my
 

country.
 

Among
 

them,
 

the
 

female
 

group
 

is
 

mo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when
 

faced
 

with
 

the
 

impact.
 

How
 

to
 

effectively
 

help
 

employed
 

women
 

deal
 

with
 

marital
 

risks
 

and
 

promote
 

work-family
 

balance
 

has
 

become
 

a
 

key
 

issue.
 

Keywords: overwork;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marital
 

stability; marital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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